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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老年社会照料的供需差距要求合理搭配社会与家庭的功能， 以最小成本提供足

量优质服务。 本文基于微观数据考察社会与家庭在提供老年照料中的相互作用机制， 发现社

会照料能够每周减少 ４５􀆰 ８４ 小时的家庭照料时间， 替代效应明显。 这种作用在不同的人群和

服务类型中表现不同： 独居老人替代效应更明显， 基于社区的照料与家庭照料反而呈互补关

系。 这些结论表明， 我国还应继续借助社会照料的发展来解放家庭中的潜在劳动力， 尤其要

加强对空巢老人的照料， 并在社区照料中发挥与家庭的协同作用。 这对于完善公平可持续的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都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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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面对日渐严峻的老龄化形势， 各国的老年照料都在走向社会和回归家庭之间权衡， 以便形成最优

的照料模式， 以最小的社会成本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照料服务。 为此， 明确家庭和社会在老年照料中

的相互作用机制成为首要任务①。 在我国， 探讨这一问题具有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
我国有悠久的家庭养老传统， 跨入老龄型社会后， 逐渐增加社会养老的分量， 向建设 “居家为

基础、 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发展。 在与国际上相吻合， 我国社会照料发

展出两类实现形式： 一类是老人留在家中， 由社会机构提供上门服务和日托服务， 一般称为居家照

料； 一类是养老院、 护理院等形式的机构照料， 为老人提供集中居住的照料服务。 就目前形势看， 社

会养老服务虽然在发达地区和大中型城市已粗具规模， 但要在全国广泛铺开还面临着极为复杂的环

境， 存在诸多困难。 在需求方面， 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非常快， 美国 ６５ 岁以上人口比例从 ４％ 上升

到 ６􀆰 ８％用了 ４０ 年时间， 澳大利亚用了 ３５ 年［１］， 但我国仅用了 １８ 年， 留给家庭和社会的调整时间

很短。 另外， 我国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开始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家庭结构中的作用逐渐显现， 到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 每位老人拥有的子女数量会从现在的 ５ － ６ 个下降到 １ － ２ 个， 家庭规模向小型化、
核心化发展， 家庭难以承受养老重负， 对社会照料的需求呈现爆发式的增长［２］。 然而， 在供给方面，
我国是在人民生活还不富裕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 社会保障制度也还不健全， 短时间内提供足

量社会照料的经济压力非常大。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 老年人的照料需求必然会走出家庭， 在社会中

反映出来， 但在短期内， 社会老年照料服务的承载能力和供给结构还远不能与需求相适应。
以上老年照料需求水平与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是一个较为漫长

的过程， 必须在整体发展目标的指引下， 探索渐进的实现路径。 当务之急是确定家庭和社会在老年照

料中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 并衔接二者的功能， 使居家、 社区、 机构各得其所， 相互协调， 形成合

理的老年照料模式组合， 使对老年人的照料优质高效、 公平与可持续。 基于以上考虑， 本文尝试从多

个角度考察我国老年照料中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为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构建提供参考。 试图回答

的问题包括： 社会照料与传统的家庭照料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边际效用大小如何？ 老年

人的居住模式对以上关系有何影响？ 具体到不同的社会照料形式与家庭照料间的关系有何不同？

二、 实践发展趋势及相应的研究回顾

从实践的角度看， 我国对老年人的照料形式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传统社会中， 老年照料服

务更多地以家庭赡养的形式实现， “甲代抚育乙代， 乙代赡养甲代， 乙代抚育丙代， 丙代又赡养乙

·３２·

① 按照国际惯例， 针对老年人的照料形式可以划分为两大类： 社会照料 （正式照料， ｆｏｒｍａｌ ｃａｒｅ） 和家庭照料 （非正式照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ａｒｅ）。 前者包括基于社区的居家照料、 基于社区的家庭外照料、 机构照料等形式， 由签订合同的人提供服务， 并根据雇
佣合同得到固定收入。 其中基于社区的照料一般由照料人员提供上门服务和日托服务， 也称为居家照料； 机构照料为老年人提供
集中居住的照料服务， 表现为养老院、 护理院等形式。 非正式照料则是由配偶、 成年子女或其他亲戚、 朋友、 邻居等与被服务者
已经存在某种社会关系的人提供的非支付性、 无组织的家庭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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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 呈现家庭内代际成员间的互动形式［３］。 新中国成立后， 农村的土地

改革推动了宗族观念的淡化， 农业、 工商业的公有化改造威胁到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由家庭财产产生的

依赖关系， 生产组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和活动主体能够为人们提供退休福利和医疗照顾服务， 政府

出台的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政策也惠及老年人①。 在这些因素影响下， 社会的赡养功能逐渐凸显。 但

由于儒家孝道思想的深厚基础， 以及客观条件方面的支撑， 家庭保持了养老的主体地位。 例如， １９５８
年出台的户口登记政策限制了人口迁移， 使得家庭的稳定性得以保持， 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水平

提升为照料老人提供了物质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口高出生率使人口金字塔维持在成长型状态，
也为老年人的家庭赡养提供了基础。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家庭结构的核心化， 家庭赡养老人的能力进一步受到限制。 相关部

门从 ２０ 世纪末开始颁布一系列政策条例， 规范和促进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发展， 满足老年人对社会化

照料不断增长的需求。 ２０１１ 年印发的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 提出， 在

“十二五” 期间， “初步建立起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 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 以居家为基

础、 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到 ２０１５ 年基本形成 “制度完善、 组织健全、
规模适度、 运营良好、 服务优良、 监管到位、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再

一次肯定以上定位， 强调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然而， 当我们对比发达国家养老模式发展轨迹时， 发现与我国大力发展社会照料以替代家庭照料

不同， 在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下， 受福利多元主义思想影响， 一些国家在经历了大范围的老年服务

社会化之后， 又开始倡导 “就地老化”、 “去机构化” 以回归社区和家庭， 强调家庭照料或社区照料

优先于机构照料。 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就地老化的老年照料制度得到广泛推广， 并在 ９０ 年代成为世

界上许多国家的老年照料政策目标［４］。 各国逐渐将对家庭的转移支付和直接的服务供给相结合， 投

入资金培育家庭网络提供服务， 并逐渐在竞争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照料市场［５ － ６］。 这种变化的原因主

要有两个： 首先， 家庭照料和社区照料更具有成本效益， 能够减轻财政负担， 是对机构护理的良好替

代［７］； 其次， 失能老人更加偏好于住在自己家里， 相似身体情况下接受在宅服务的老人比住在养老

机构的老人感到更快乐［８］。
与以上实践发展趋势相适应， 国际上出现了大量研究社会照料和家庭照料关系的文献， 出发点在

于寻求最优的照料方式组合， 减少政府对老年照料的支出， 但至今仍没有形成统一结论。 有学者发

现， 社会照料增加对家庭照料供给没有显著影响［９ － １０］。 但也有学者指出， 政府对家庭照料的补贴会

大幅降低社会照料的需求量， 对机构照料的影响尤为显著［１１］， 即社会照料与家庭照料使用之间有反

向关系［１２］。 但这些结论又与兰加 （Ｌａｎｇａ） 等人的发现出现了矛盾， 他们的研究显示社会照料和家庭

照料间存在互补关系， 两种方式需要协同作用， 任何一种都不可或缺［１３ － １４］。
以上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照料和社会照料间的复杂关系， 这两类服务可以同时发生， 也可以

一前一后， 是互相影响的， 社会照料有不同的类型， 家庭照料和不同类型的社会照料之间可能有不同

的关系。 查尔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 和赛瓦克 （Ｓｅｖａｋ） 认为两种照料方式之间到底是替代的还是互补的， 取

决于所使用的计量方法， 他们使用相同的原始数据， 用 ＯＬＳ 和 ２ＯＬＳ 方法得出了相反的结论［１５］。 实

际上， 在实证分析时要处理好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也要将社会照料划分为不同类型进行考察。 派森

·４２·

① 城镇和农村的老年人能够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对于农村老年人口， “五保户” 制度与 “合作医疗” 制度共同以社会救济和互
助共济的形式实现了对家庭无法提供照料老人的保障功能。 对于企事业单位的老年人， 享受国家提供的统一的保障制度， 因伤
残、 疾病、 年老、 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时都能得到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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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ｚｚｉｎ） 等人用社会照料的滞后变量来预测家庭照料的使用情况［１６］。 范·霍藤 （Ｖａｎ Ｈｏｕｔｖｅｎ） 和诺

顿 （Ｎｏｒｔｏｎ） 控制内生性问题， 使用两部模型考察家庭照料对五类社会照料的影响， 发现社会照料的

种类不同对结果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付费的居家照料与家庭照料间是替代关系， 而与医疗有关的照料

与家庭照料间却是互补的［１７］。 博林 （Ｂｏｌｉｎ） 使用工具变量方法， 发现社会照料和家庭照料的关系取

决于社会照料的目的， 当需要高质量和专业的照料来恢复健康时， 家庭照料是社会照料的互补品， 但

在其他维持健康的方面， 二者是替代的关系［１８］。
在我国， 学者们证实了家庭照料带来的机会成本， 例如， 会对子女的劳动参与、 工作时间、

健康等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１９ － ２０］ ， 甚至还可能伴随着贫穷等问题， 这会降低子女的照料意愿［２１］ 。
还有一部分文献对社会照料提供总量不足和地域间和人群间分布不均问题进行了定量分析［２２ － ２３］ ，
揭示了社会照料面临的困境。 但我们还未见到讨论我国社会照料和家庭照料之间关系的文献， 家

庭和社会在老年照料中的相互配合关系也就不得而知， 而这是社会化照料体系发展过程中不可或

缺的参考和依据。

三、 理论和实证模型

１． 理论模型

老年照料服务有两个鲜明特点： 其一， 老年照料服务所包含的是低技术含量、 劳动密集型的生产

活动， 其目的是补偿老年人在家庭生活照料 （如购物、 做饭、 清洁等） 和自我照料 （如洗澡、 穿衣、
进食等） 中的活动能力丧失。 其二， 老年照料服务的选择是家庭决策的结果， 家庭成员不仅要一起

为老年人的利益做决定， 还要提供这些照料， 共同承担成本。 基于格罗斯曼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的健康需求

模型和贝克尔 （Ｂｅｃｋｅｒ） 的家庭决策模型［２４ － ２５］， 本文对包含家庭照料的健康和家庭决策进行分析，
为分析家庭照料安排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首先考虑一个简单的代表性家庭决策模型， 包括照料使用者和照料提供者。 在预算和技术限制

下， 家庭分配时间和收入来达到效用最大化。 假设在一个代表性家庭里， 年轻人是照料提供者， 老年

人是被照料者， 家庭的效用函数可以定义为：
Ｕ（Ｘ，Ｌ，Ａ ｜ τ） （１）

　 　 其中， Ｘ 为消费品， Ｌ 是休闲时间， Ａ 是老人的日常活动能力， Ｕ（·） 同样也依靠于一个偏好参数 τ，
用以表示一些不可观察到的偏好水平。 在此框架下， 家庭协调生产和消费， 其中包括资源分配和对老

年人日常活动能力的投资。 一个被照料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可以用生产函数来表示：
Ａ ＝ Ａ（ ＩＣ，ＦＣ ｜ Ｈ） （２）

　 　 其中， 投入要素包括社会照料的时间 Ｍ， 家庭照料的时间 Ｃ 。 社会照料 ＦＣ 是从市场上购买的，
家庭照料 ＩＣ 由家庭成员提供， Ｈ 是照料接受者的健康状况。 时间和收入的限制为：

ＰＸＸ ＋ ＰＩＣ∗ＩＣ ＋ Ｗ∗ＦＣ ＝ Ｉ ＋ Ｗ（Ｔ － Ｌ） （３）
　 　 其中， Ｉ 表示家庭的非工资收入，Ｗ 是工资水平， 也可看做家庭照料的影子价格或者机会成本， ＰＩＣ

表示社会照料的价格， Ｔ 是总时间。 为了方便， 复合商品 Ｘ 的价格标准化为 １， 即 ＰＸ ＝ １ 。

家庭的最优化决策包括三个因素： 第一， 家庭选择最优的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 Ａ∗， 使其边际

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以达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 第二， 为了达到最优的日常生活能力 Ａ∗， 家庭选

择投入要素 ＦＣ 和 ＩＣ 最优的组合。 第三， 选择休闲时间 Ｌ， 使其增加休闲所带来的边际效益等于放

弃商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 即在预算限制下， 通过选择 ＦＣ、ＩＣ、Ｌ， 来实现效用水平的最大化。 在决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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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最优的 Ａ∗ 时， 家庭还必须决定老年人的居住安排 （共同居住、 独居、 住在照料机构） 来获取照

料， 因为对于不同的老年人来讲， 不同的居住安排在规模经济和成本效益方面存在差别。
家庭照料与社会照料的偏导数 ∂ ＩＣ∗ ／ ∂ ＦＣ 的符号意味着家庭照料与社会照料是替代品或互补

品。 替代关系的充分条件是 ∂ ＩＣ∗ ／ ∂ ＦＣ ＜ ０， 即社会照料与家庭照料的边际收益是负值； 如果是互

补品， 则 ∂ ＩＣ∗ ／ ∂ ＦＣ ＞ ０ 。
总体看， 效用最大化有助于说明两个不同的世代是如何在老年照料问题上做出决策的， 而

∂ ＩＣ∗ ／ ∂ ＦＣ 的符号， 需要从实证上加以验证。
２． 实证模型

以上基于家庭决策模型和健康生产函数得出了老年人照料决策的理论模型。 根据这一模型， 社会

照料和家庭照料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二者边际产品导数的符号， 是一个实证的问题。 在实际操作中， 由

于部分样本并没有使用家庭照料， 为此可以使用杜安 （Ｄｕａｎ） 等人的两部模型［２６］进行估计。 国内使

用两部模型估计方法的研究见蒋承、 赵晓军、 刘国恩等的研究［１９，２７］。 本研究具体分析中第一部分是

是否接受服务， 用一个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预测使用家庭照料的可能性， 第二部分在是否使用任何家庭照料的

基础上， 使用最小二乘方程预测使用了多少家庭照料， 对因变量取对数以减弱异常值的影响。
老人对家庭照料的使用 （ ＩＣ ｉ ） 是社会照料 （ ＦＣ ｉ ）、 健康状况 （ Ｈｉ ）、 社会经济变量 （ Ｘ ｉ ）

的函数， 其中 εｉｊ 表示未观察到的误差项。 方程 ｆ 的函数形式在两部模型的第一部分是 Ｐｒｏｂｉｔ 方程， 第

二部分是线性方程。
ＩＣ ｉ ＝ ｆ（ＦＣ ｉ，Ｈｉ，Ｘ ｉ，εｉ） （４）

　 　 上述实证模型中的内生性产生于社会照料和家庭照料之间的相互影响。 老人所选择的照料类型是

家庭成员共同决定的， 但还有一些不易观察到的因素同时影响社会照料和家庭照料， 例如， 家庭关系

和文化背景因素等。 事实上， 不管社会照料和家庭照料之间的关系是替代还是互补， 二者同时作为老

人活动能力函数的投入要素， 意味着一些未观测到的因素会同时影响这两者的使用， 内生性问题在所

难免。 在有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 ｃｏｖ（ＦＣ ｉ，εｉ） ≠ ０， 这样得出的回归结果将是有偏的。 本文使用工具

变量的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修正， 得到参数的一致估计。
对于第一部分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中的离散被解释变量， 采用基于雨宫广义最小二乘估计 （Ａｍｅｍｉｙａ’ 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ＡＧＬＳ） 的工具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来估计［２８］， 在第二部分的连续变量

中，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ＩＶ 方法的使用取决于能否选取一个好的变量， 它必须满足两点： 第

一， 在研究的问题中外生， 即 ｃｏｖ（ ｚｉ，εｉ） ＝ ０ ； 第二， 与社会照料密切相关， 即 ｃｏｖ（ＦＣ ｉ，ｚｉ） ≠ ０ 。
参考既有文献的做法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 这里采用社区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作为社会照料

的工具变量， 社区提供的服务种类会直接影响老年人对社会照料的使用， 但对于子女的照料不会

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考虑家庭照料对社会照料的影响时， 用存活子女数量这一指标作为家庭照料

的工具变量， 家庭照料的获得会受到子女数量的影响， 但子女数量对社会照料不会有直接的

影响［２９］ 。

四、 变量和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全国老年人口健康长寿跟踪调查 （ＣＬＨＬＳ）” ２００８ 年的调查。 该数据覆

盖了东、 中、 西部地区的 ２３ 个省、 市、 自治区， 在选择样本时对 ８０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赋以较高权

重， 其中 ９０ － ９９ 岁老年人样本 ３５８１ 个， 占总样本的近 ２０％ ， １００ 岁以上老年人样本 ２５８０ 个， 占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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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 一般而言， 高龄老年人的不能自理率远高于老年人平均的不能自理率①， 这样更能集中反映不

能自理老年人的指标特征。
为了更好地关注孩子给予父母的家庭照料， 这里选择年龄大于 ６５ 岁且日常生活能力存在障碍需

要别人照料的老年人， 这些老年人至少有一个后代， 同时不与配偶一起居住， 即仅包括离婚、 寡居、
分居、 未婚、 已婚但未与配偶一起居住的老年人。 再刨除有变量缺失的样本后， 有 ３０９８ 个样本进入

本文分析范围。
在调查问卷里， 问到老年人 “您目前在日常活动中需要他人帮助时， 谁是主要的帮助者？”， 以

及 “近一个星期以来， 您的子女 ／孙子女及他们的配偶为您提供日常照料帮助的总小时数有多少？”。
按照选项中列举的照料提供者， 将子女 ／孙子女提供的照料划定为家庭照料， 用其提供日常照料的总

小时数表示家庭照料数量， 这一变量呈现偏态分布， 采用对数形式表示。 对于社会照料， 按照社会照

料的场所和方式， 将其划分为机构照料和居家照料两类， 用 “老人日常活动中需要他人帮助” 这一

问题中的社会服务和保姆提供服务两个选项来表示。
此外， 根据已有文献的做法， 我们把照料服务的决定因素分为三个大类［２８，３０］。 第一类是决定可

及性的因素， 即老年人使用社会照料服务的经济能力， 包括收入、 净资产、 保险等。 已有文献一般认

为， 付费照料的成本相对较高， 一般来讲， 收入越高的家庭社会照料的使用量也会越多， 但在一些国

家， 长期护理保险的准入条件与收入无关， 这相当于增强了低收入家庭的支付能力， 因此， 经济状况

与照料使用的关系较为复杂。 第二大类因素是长期照料服务的需求因素 （ｎｅ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身体和精神

健康状态不佳是影响照料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 年龄增大带来的日常活动能力受限、 身体功能丧失、
更多的医疗服务使用等都会带来较高的照料需求。 采用 ＡＤＬ 指标作为衡量被访者是否有日常活动能

力困难的标准， 另外加入被访对象的自评健康状况作为主观评测指标， 分为很好、 好、 一般、 不好、
很不好五个等级。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还包括安德森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提到的第三大类人口特征因素， 包括

年龄、 族群、 性别、 教育等［３０］。
表 １ 是对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其中接受家庭照料的老年人占 ９６􀆰 ４５％ ， 平均每周的照

料时间为 ５７􀆰 ７９ 小时。 样本平均年龄为 ９７􀆰 ０８ 岁， ２４􀆰 ５３％是男性。 其中平均受教育年数仅为 ０􀆰 ２００８
年， 有 ７０􀆰 ９３％的老年人享有各种医疗保险 （包括公费医疗、 合作医疗、 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保险

等）， ４５􀆰 ４９％的老年人居住在城镇， 过去两年得重病住院的次数平均为 ０􀆰 ２５７７ 次。

五、 实证结果

１． 社会照料对家庭照料的影响

在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中， χ２（１） ＝ ０． １４，Ｐｒｏｂ ＞ χ２ ＝ ０􀆰 ７１２０， 没有拒绝社会照料是外生变量的原假设，
然而在 ＯＬＳ 的内生变量检验中， Ｄｕｒｂｉｎ （ ｓｃｏｒｅ） 检验 χ２（１） ＝ １２． ３１５７， 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 Ｆ（１，２９５３） ＝
１２． ２７９５ 都在 ｐ ＝ ０􀆰 ０００５ 的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 证明家庭照料与社会照料存在内生关系。 因为两部

模型的普通最小二乘法检验出社会照料是内生的， 为此， 在第一步的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中也把社会照料作为

内生来处理。
从表 ２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在第一步使用家庭照料的概率上，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中社会照料的系数

为 － １􀆰 １６０，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中为 － ０􀆰 ６９０， 都为负值， 说明社会照料降低了使用家庭照料的概率。 在第

·７２·

① 调查数据表明， 我国 ６５ － ６９、 ８０ － ８４、 ９０ － ９４ 与 １００ － １０５ 岁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分别为 ５％ 、 ２０％ 、 ４０％与 ６０％以上， 参
见 ｈｔｔｐ： ／ ／ ｗｅｂ５． ｐｋｕ． ｅｄｕ． ｃｎ ／ ａｇｅｉｎｇ ／ ｈｔｍｌ ／ ｄｅｔａｉ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１．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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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涉及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ｎ ＝ ３０９８）
变量 变量界定 均值 标准偏差

是否使用家庭照料服务 使用为 １， 其他为 ０ ０􀆰 ９６４５ ０􀆰 １８５１
家庭照料服务的使用量 家庭照料小时数的对数值 ３􀆰 ４４７７ １􀆰 ３０７８
社会照料 使用社会照料为 １ （社会服务、 保姆）， 其他为 ０ ０􀆰 ０７７８ ０􀆰 ２６７９
性别 男性为 １， 否则为 ０ ０􀆰 ２４５３ ０􀆰 ４３０４
年龄 ９７􀆰 ０７５６ ６􀆰 ９２４８
教育 受教育年数 ０􀆰 ２００８ ０􀆰 ４００６
子女 健在子女的数量 ３􀆰 ４７９４ １􀆰 ８４９５
东部 东部为 １， 其他为 ０ ０􀆰 ５４２９ ０􀆰 ４９８３
中部 中部为 １， 其他为 ０ ０􀆰 ２７９９ ０􀆰 ４４９０
西部 （参照组） 西部为 １， 其他为 ０ ０􀆰 １７７２ ０􀆰 ３８１９
城乡 城镇为 １， 其他为 ０ ０􀆰 ４５４９ ０􀆰 ４９８０
社会保险 有社会保险为 １， 其他为 ０ ０􀆰 ７０９３ ０􀆰 ４５４２
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 ８􀆰 ３７４８ １􀆰 ３１４３
社区服务 社区提供的服务的种类 ０􀆰 ６４２７ １􀆰 ３４３０
抽烟 （以往） 有抽烟史为 １， 其他为 ０ ０􀆰 ２０４７ ０􀆰 ４０３５
抽烟 （现在） 现在抽烟为 １， 其他为 ０ ０􀆰 ０７１１ ０􀆰 ２５７０
喝酒 现在经常喝酒为 １， 其他为 ０ ０􀆰 １００１ ０􀆰 ３００２
生活自理情况 ＡＤＬ 指标的个数 ２􀆰 ９３９１ １􀆰 ８５４５
自评很好 很好为 １， 其他为 ０ ０􀆰 ０４９１ ０􀆰 ２１６１
自评好 好为 １， 其他为 ０ ０􀆰 ２２０９ ０􀆰 ４１４９
自评一般 一般为 １， 其他为 ０ ０􀆰 ２３３０ ０􀆰 ４２２８
自评差 差为 １， 其他为 ０ ０􀆰 １３８７ ０􀆰 ３４５７
自评很差 （参照组） 很差为 １， 其他为 ０ ０􀆰 ３５８３ ０􀆰 ４７９６
住院 过去两年得重病住院的次数 ０􀆰 ２５７７ ０􀆰 ６６５１
患病 患慢性病的数量 （影响日常生活） １􀆰 ０９１８ １􀆰 ２８６７
共同居住 与子女共同居住为 １， 其他为 ０ ０􀆰 ９１０９ ０􀆰 ２８４９
共同居住的社会照料 共同居住且使用社会照料的老人为 １， 其他 ０ ０􀆰 ０４９７ ０􀆰 ２１７４

二步家庭照料的使用时间上， 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的系数为 － ０􀆰 ２４６， ２ＳＬＳ 估计的系数为 － ２􀆰 ４７１， 说

明在存在家庭照料的情况下， 社会照料也降低了使用家庭照料的时间。 工具变量 ２ＳＬＳ 的系数更小，
考虑到二者的内生性问题， 增加社会照料将会更多地减少儿女家庭照料的时间。 以上系数除了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的结果， 其他都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即社会照料对家庭照料的使用和使用时间的影响显著。
表 ２ 最后一列是对边际效应的计算结果， 可以看出， 从无社会照料到有社会照料可以减少儿女每周

４５􀆰 ８３９５ 小时的家庭照料时间。 增加社会照料的供给， 可以减少儿女的负担， 其中多出来的时间可以

参加劳动力市场， 或者增加儿女的休闲时间， 进而提高儿女的效用水平。 从其他自变量的边际效应也

可以看出， 相对于其他因素， 社会照料能大幅度地减少家庭照料的时间。
在其他变量中， 家庭人均收入水平、 接受教育年限、 发达地区、 城镇等因素对老年人使用家庭照

料的概率影响不显著， 但都对使用家庭照料的时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可能源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

先， 老年照料水平一般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成正比， 从绝对数量看， 家庭照料使用量也会随收入水平

提高而上升， 这在很多文献中得到体现［３１］， 而相对于社会照料来讲的提升水平则取决于两种照料之

间的相互作用大小。 其次， 城镇和东部发达地区虽然拥有更多的社会照料资源， 但人口分布更为密

集， 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也更加严重 （上海、 北京是老龄化率最高的两个城市）， 社会照料的供给能

力不能与老龄化的快速发展相匹配。 来自于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的数据显示， 自 ２００４ 年起， 城镇

老年机构千人床位数开始低于农村， 至 ２００８ 年， 城镇仅约为 １０ 张 ／千人， 农村则约为 ２７ 张 ／千人

（户籍人口）， 差距明显， 城镇和发达地区老年人获取社会照料难度更大， 而一般有受教育经历的

·８２·



刘柏惠， 等： 社会化养老趋势下社会照料与家庭照料的关系

　 　 　 　 表 ２　 对社会照料对家庭照料效应的检验

变量
是否有家庭照料 家庭照料时间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ＯＬＳ ２ＳＬＳ 边际效应
社会照料 － １􀆰 １６００∗∗∗ － ０􀆰 ６９００ － ０􀆰 ２４６０∗∗∗ － ２􀆰 ４７１０∗∗∗ － ４５􀆰 ８３９５

（０􀆰 １３０） （１􀆰 ２９０） （０􀆰 ０８３） （０􀆰 ７１０）
男性 ０􀆰 ０６８０ ０􀆰 ０８４５ ０􀆰 ０３９０ － ０􀆰 ０３３７ － １􀆰 ２３５５

（０􀆰 １３０） （０􀆰 １４０） （０􀆰 ０５５） （０􀆰 ０６５）
年龄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１１５ ０􀆰 ０１５９∗∗∗ ０􀆰 ０１４１∗∗∗ ０􀆰 １５６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教育年限 － ０􀆰 ０１６７ － ０􀆰 ０３６２ － ０􀆰 ０４２６ ０􀆰 ０２０７ ０􀆰 ８０３０

（０􀆰 １３０） （０􀆰 １４０） （０􀆰 ０５７） （０􀆰 ０６６）
东部 － ０􀆰 ０３６３ － ０􀆰 ０４４１ ０􀆰 ５０９０∗∗∗ ０􀆰 ５４４０∗∗∗ ２２􀆰 ６７４８

（０􀆰 １３０） （０􀆰 １３０） （０􀆰 ０５５） （０􀆰 ０６２）
中部 ０􀆰 ２２１０ ０􀆰 ２２７０ ０􀆰 ３８１０∗∗∗ ０􀆰 ３４００∗∗∗ １６􀆰 １０３２

（０􀆰 １６０） （０􀆰 １６０） （０􀆰 ０５９） （０􀆰 ０６７）
城镇 － ０􀆰 ３７７０∗∗∗ － ０􀆰 ４１３０∗∗∗ ０􀆰 ０５００ ０􀆰 ２０３０∗∗∗ ７􀆰 ９７９１

（０􀆰 １１０） （０􀆰 １４０） （０􀆰 ０４３） （０􀆰 ０６９）
社会保险 － ０􀆰 １１９０ － ０􀆰 １２６０ －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１９８ ０􀆰 ５９２７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０） （０􀆰 ０４４） （０􀆰 ０５０）
收入 ０􀆰 ０４１６ ０􀆰 ０２４０ ０􀆰 ０２６８ ０􀆰 ０９７９∗∗∗ １􀆰 ９１０９

（０􀆰 ０３８） （０􀆰 ０６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９）
吸烟史 － ０􀆰 １４８０ － ０􀆰 １４７０ － ０􀆰 ０６８４ － ０􀆰 ０４６７ － ２􀆰 ２７４２

（０􀆰 １３０） （０􀆰 １３０）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７）
现在吸烟 － ０􀆰 ２０９０ － ０􀆰 ２０１０ ０􀆰 ００７８ － ０􀆰 ０３９３ － ２􀆰 １１６３

（０􀆰 １８０） （０􀆰 １８０） （０􀆰 ０８９） （０􀆰 １００）
常喝酒 － ０􀆰 ０８７９ － ０􀆰 ０７８０ － ０􀆰 ０２８０ － ０􀆰 ０６４４ － ２􀆰 ８１９０

（０􀆰 １５０） （０􀆰 １５０） （０􀆰 ０６８） （０􀆰 ０７６）
ＡＤＬ ０􀆰 １７８０∗∗∗ ０􀆰 １７１０∗∗∗ ０􀆰 １８５０∗∗∗ ０􀆰 ２１２０∗∗∗ ５􀆰 １４８６

（０􀆰 ０３３）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５）
自评很好 ０􀆰 ３７３０ ０􀆰 ３８００ － ０􀆰 １６２０∗ － ０􀆰 １７４０ － ６􀆰 １７８６

（０􀆰 ２４０） （０􀆰 ２３０） （０􀆰 ０９７） （０􀆰 １１０）
自评好 ０􀆰 １９４０ ０􀆰 １９１０ － ０􀆰 １０６０∗ － ０􀆰 ０７９５ － ２􀆰 ８９２６

（０􀆰 １３０） （０􀆰 １３０） （０􀆰 ０５６） （０􀆰 ０６３）
自评一般 ０􀆰 １４８０ ０􀆰 １４５０ － ０􀆰 １２１０∗∗ － ０􀆰 １２００∗∗ － ４􀆰 ５７６４

（０􀆰 １３０） （０􀆰 １３０） （０􀆰 ０５５） （０􀆰 ０６１）
自评差 ０􀆰 ２９５０ ０􀆰 ２９９０∗ － ０􀆰 １７００∗∗∗ － ０􀆰 １７３０∗∗ － ６􀆰 ３１４９

（０􀆰 １８０） （０􀆰 １８０） （０􀆰 ０６３） （０􀆰 ０７１）
住院 ０􀆰 １８１０∗∗ ０􀆰 １７００∗ ０􀆰 ０５２９∗ ０􀆰 ０９７９∗∗ ４􀆰 ５４０８

（０􀆰 ０８８） （０􀆰 ０９３）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８）
疾病 ０􀆰 ０２５０ ０􀆰 ０２７２ ０􀆰 ０２２５ ０􀆰 ０１７０ ０􀆰 ７６５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９）
常数项 ０􀆰 ２２５０ ０􀆰 ３６００ ０􀆰 ９３６０∗∗∗ ０􀆰 ４８１０

（０􀆰 ７６０） （０􀆰 ８４０） （０􀆰 ３３０） （０􀆰 ４００）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０％ 、 ５％ 、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ｔ 值 （下表同）。

老年人和收入水平高的家庭大多分布在这些地区。 最后， 相对于农村地区， 城镇和发达地区老年人的

失能程度一般更为严重， 城镇老年人由完好向残障的转换概率较高， 但由残障向完好的转换概率却大

幅低于农村老年人［２］， 这也会提升家庭照料的需求量。

另外， 年龄越大、 日常活动能力受限越多、 自评健康越差， 以及患病就诊越多的老年人， 需要的

家庭照料也越多， 这符合我们基于调查的判断。 吸烟、 喝酒等生活习惯对家庭照料使用的影响不明

显， 有这类习惯的老年人在使用概率和使用量上都呈现负值， 可能是这部分老年人患大病或急性病可

能性大， 留给家人的照料时间较短。
２． 加入居住模式交叉项的影响

正如刘宏等所提到的， 中国老年人的养老模式具有二维性， 居住模式和经济来源两个方面的差异

决定了老年人不同的养老模式， 从而对健康产生影响［３２］。 是否与儿女共同居住对老年人是否使用家

庭照料有重要的影响。 本部分在以上回归的基础上加入社会照料与共同居住的交叉项， 回归结果

如表 ３ 所示。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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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加入居住模式交叉项后的回归结果

变量
是否有家庭照料 家庭照料时间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ＯＬＳ ２ＳＬＳ
社会照料 － １􀆰 ４９２０∗∗∗ ０􀆰 ５９３０ － ０􀆰 ７５４０∗∗∗ － ２􀆰 ６７７０∗∗∗

（０􀆰 ２４０） （１􀆰 ７１０） （０􀆰 １６０） （０􀆰 ７９０）
共同居住 ０􀆰 １９１０ ０􀆰 ８１００ ０􀆰 ０９８３ － ０􀆰 ３７３０∗

（０􀆰 １９０） （０􀆰 ５２０） （０􀆰 ０８４） （０􀆰 ２１０）
共同居住∗社会照料 ０􀆰 ６７２０∗∗ － １􀆰 ３３４０ ０􀆰 ７７２０∗∗∗ ２􀆰 ６５６０∗∗∗

（０􀆰 ２８０） （１􀆰 ６３０） （０􀆰 １９０） （０􀆰 ７９０）
男性 ０􀆰 １５００ ０􀆰 １４７０ ０􀆰 ０５４５ ０􀆰 ０４９３

（０􀆰 １４０） （０􀆰 １３０）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６）
年龄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１５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教育 － ０􀆰 ０７８７ － ０􀆰 ０７９０ － ０􀆰 ０５００ － ０􀆰 ０４７２

（０􀆰 １３０） （０􀆰 １２０）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８）
东部 － ０􀆰 ０１６１ － ０􀆰 ０１２０ ０􀆰 ５０１０∗∗∗ ０􀆰 ４９６０∗∗∗

（０􀆰 １３０） （０􀆰 １３０）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６）
中部 ０􀆰 ２８１０∗ ０􀆰 ２６００ ０􀆰 ３７８０∗∗∗ ０􀆰 ３８７０∗∗∗

（０􀆰 １６０） （０􀆰 １６０）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１）
城镇 － ０􀆰 ３７９０∗∗∗ － ０􀆰 ４２００∗∗∗ ０􀆰 ０４２９ ０􀆰 ０８００∗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０）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７）
社会保险 － ０􀆰 １４６０ － ０􀆰 １５６０ － ０􀆰 ０１９９ － ０􀆰 ０１２７

（０􀆰 １２０） （０􀆰 １１０）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５）
收入 ０􀆰 ０７５４∗∗ ０􀆰 ０４５８ ０􀆰 ０３７１∗∗ ０􀆰 ０６０３∗∗∗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０）
吸烟史 － ０􀆰 １９７０ － ０􀆰 １７８０ － ０􀆰 ０７００ － ０􀆰 ０７２９

（０􀆰 １４０） （０􀆰 １３０）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１）
现在吸烟 － ０􀆰 １５２０ － ０􀆰 １４１０ － ０􀆰 ０１２４ － ０􀆰 ０２８０

（０􀆰 １８０） （０􀆰 １８０） （０􀆰 ０９０） （０􀆰 ０９２）
常喝酒 － ０􀆰 １４００ － ０􀆰 ０９３８ － ０􀆰 ０２９６ － ０􀆰 ０５９５

（０􀆰 １５０） （０􀆰 １５０） （０􀆰 ０６８） （０􀆰 ０７０）
ＡＤＬ ０􀆰 １７６０∗∗∗ ０􀆰 １５７０∗∗∗ ０􀆰 １８３０∗∗∗ ０􀆰 １９２０∗∗∗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自评很好 ０􀆰 ３２９０ ０􀆰 ３０６０ － ０􀆰 １７５０∗ － ０􀆰 １４６０

（０􀆰 ２４０） （０􀆰 ２３０） （０􀆰 ０９８） （０􀆰 １００）
自评好 ０􀆰 １６９０ ０􀆰 １５８０ － ０􀆰 １１４０∗∗ － ０􀆰 １０７０∗

（０􀆰 １３０） （０􀆰 １３０） （０􀆰 ０５６） （０􀆰 ０５８）
自评一般 ０􀆰 １０９０ ０􀆰 １０３０ － ０􀆰 １２２０∗∗ － ０􀆰 １１３０∗∗

（０􀆰 １３０） （０􀆰 １３０）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６）
自评差 ０􀆰 ２９５０ ０􀆰 ３２３０∗ － ０􀆰 １７１０∗∗∗ － ０􀆰 １８６０∗∗∗

（０􀆰 １８０） （０􀆰 １８０）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５）
住院 ０􀆰 １４６０ ０􀆰 １４９０∗ ０􀆰 ０３９６ ０􀆰 ０３０３

（０􀆰 ０９０） （０􀆰 ０８７）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３）
疾病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９９ ０􀆰 ０２０７ ０􀆰 ０２１９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７）
常数项 ０􀆰 １９８０ － ０􀆰 ０２５５ ０􀆰 ８８００∗∗∗ １􀆰 ０６００∗∗∗

（０􀆰 ７７０） （０􀆰 ７７０） （０􀆰 ３４０） （０􀆰 ３５０）

　 　 结果显示， 当不考虑家庭照料与社会照料的内生性问题时， 两部模型中社会照料的回归系数都为

负值， 存在替代效应。 然而共同居住与社会照料的交叉项的系数为正值， 即与非共同居住的老年人相

比， 共同居住的老年人中社会照料对家庭照料的替代效应减弱。 当考虑内生性时， 第一步的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接受了原假设 （ ｃｈｉ２ （１） ＝ １􀆰 ４４，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 ０􀆰 ２２９９）， 不存在内生性的问题， 而第二步的

２ＳＬＳ 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Ｆ （１， ２９１６） ＝ ６􀆰 ３７５７１ （ｐ ＝ ０􀆰 ０１１６） 拒绝了原假设， 表明内生性问题存在。
在使用工具变量的情况下， 与非共同居住的老人相比， 共同居住老人需要更多的家庭照料， 社会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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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照料替代作用减弱， 减弱的效果比未考虑内生性问题时更加明显。
３． 家庭照料对不同形式社会照料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社会照料作为一个整体和家庭照料是替代的关系， 但如果将社会照料细

分， 家庭照料与不同形式的社会照料之间的关系可能不同。 这里基于前面的模型假设， 分别以居家照

料和机构照料为因变量， 家庭照料等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用老年人拥有的存活子女数量作为家庭

照料的工具变量以克服内生性问题。 回归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对家庭照料与不同形式社会照料关系的检验

变量
机构社会照料 居家社会照料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家庭照料 － １􀆰 ３４３０∗∗∗ － ５􀆰 ６３１０∗∗∗ － ０􀆰 ７１１０∗∗∗ ３􀆰 ５５１０∗∗

（０􀆰 １７０） （０􀆰 ２７０） （０􀆰 １６０） （１􀆰 ５１０）
性别 －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７８５ － ０􀆰 ３６３０∗∗∗ － ０􀆰 ２９６０∗∗

（０􀆰 １６０） （０􀆰 ０８６）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０）
年龄 －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３１ － ０􀆰 ００５５ －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教育 ０􀆰 ２２３０ ０􀆰 ０６０８ ０􀆰 ２６０∗∗ ０􀆰 ２３３Ｉ∗∗

（０􀆰 １５０） （０􀆰 ０９４） （０􀆰 １１０） （０􀆰 ０９６）
东部 ０􀆰 ２５４０ ０􀆰 ０６３０ ０􀆰 １３２０ ０􀆰 １１８０

（０􀆰 １９０） （０􀆰 １１０） （０􀆰 １２０） （０􀆰 ０９２）
中部 ０􀆰 １１９０ ０􀆰 ０９６２ － ０􀆰 ３５８０∗∗ － ０􀆰 ２９８０∗∗

（０􀆰 ２２０） （０􀆰 １１０） （０􀆰 １５０） （０􀆰 １３０）
城镇 ０􀆰 ４６５０∗∗∗ － ０􀆰 ０３７４ ０􀆰 ８２１０∗∗∗ ０􀆰 ７１４０∗∗∗

（０􀆰 １４０） （０􀆰 １３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８０）
社会保险 － ０􀆰 ０５７２ － ０􀆰 ０８７９ ０􀆰 １２７０ ０􀆰 １１５０

（０􀆰 １３０） （０􀆰 ０６８） （０􀆰 ０９７） （０􀆰 ０７５）
收入 ０􀆰 ２１６０∗∗∗ ０􀆰 １１８０∗∗ ０􀆰 ０８６０∗∗ ０􀆰 ０３７４

（０􀆰 ０５５） （０􀆰 ０４８）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０）
吸烟史 － ０􀆰 ０２４８ － ０􀆰 ０６２５ ０􀆰 ０５５０ ０􀆰 ０７３８

（０􀆰 １７０） （０􀆰 ０９１） （０􀆰 １２０） （０􀆰 ０９１）
现在吸烟 ０ ０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７１６

（０） 　 　 （０） 　 　 （０􀆰 １９０） （０􀆰 １４０）
常喝酒 － ０􀆰 ８７７０∗ － ０􀆰 ３７４０ －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１５３

（０􀆰 ４５０） （０􀆰 ２６０） （０􀆰 １５０） （０􀆰 １１０）
ＡＤＬ ０􀆰 ０９１９∗∗∗ ０􀆰 ０７０８∗∗∗ ０􀆰 １２４０∗∗∗ ０􀆰 ０５３１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４７）
自评很好 － ０􀆰 ３３２０ － ０􀆰 ０２７０ ０􀆰 ０９００ － ０􀆰 ０３８５

（０􀆰 ３４０） （０􀆰 １９０） （０􀆰 ２００） （０􀆰 １６０）
自评好 －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０９５ ０􀆰 １３６０ ０􀆰 ０５１４

（０􀆰 １７０） （０􀆰 ０８８） （０􀆰 １２０） （０􀆰 １００）
自评一般 － ０􀆰 ０４１８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９０３ ０􀆰 ０３８１

（０􀆰 １６０） （０􀆰 ０８５） （０􀆰 １１０） （０􀆰 ０９１）
自评差 － ０􀆰 ０１８０ ０􀆰 ０７２３ ０􀆰 ００８０ － ０􀆰 ０７２２

（０􀆰 ２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４０） （０􀆰 １１０）
住院 － ０􀆰 ０９０３ － ０􀆰 ００９２ ０􀆰 １７１０∗∗∗ ０􀆰 ０８３２

（０􀆰 １１０）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０） （０􀆰 ０６９）
疾病 － ０􀆰 ０６９１ － ０􀆰 ０２１２ － ０􀆰 ００３９ －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５）
常数项 － ３􀆰 １７８０∗∗∗ ２􀆰 ８３３０∗∗ － ２􀆰 ３７１０∗∗∗ － ５􀆰 ００３０∗∗∗

（１􀆰 ０５０） （１􀆰 １７０） （０􀆰 ７００） （０􀆰 ７１０）

　 　 对于机构照料， 检验结果拒绝了家庭照料外生的假设， 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和ＩＶｐｒｏｂｉｔ回归的结果中家庭照料的

系数分别为 －１􀆰 ３４３ 和 －５􀆰 ６３１， 均为负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证明家庭照料对机构照料有显著的替代性。
对于居家照料， 检验结果证明家庭照料是内生的， 使用工具变量后， 其系数由 －０􀆰 ７１３ 变为 ３􀆰 ６０９， 均在

５％水平上显著， 表明加入工具变量后， 家庭照料与居家照料的关系由替代变为互补。
以上结果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接受机构照料的老年人脱离家庭集中居住在养老机构中， 照料机构

的护理人员承担了老年人全部的日常起居照料， 即使儿女会对老年人定期看望， 但已经不需要花费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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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时间， 甚至是耽误工作时间来对老年人进行照顾。 而居家照料仅仅是为老年人提供定时服务或日间

服务， 其余时间仍然需要子女照料， 二者达到协同作用才能满足老年人的照料需求。

六、 结论及建议

在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 对社会照料的需求量急剧增加， 而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又限制了发展

足量社会照料的能力。 这一矛盾迫使我们在着手建设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体系的过程中， 分析老年照料

中家庭和社会的相互作用机制， 形成最优的照料方式组合， 从而减少老年照料的社会成本。 本文即从

这一问题入手， 基于微观数据资料， 分析了我国家庭照料和社会照料之间的关系， 并区分不同的社会

照料形式， 详细考察了它们与家庭照料之间的作用机制， 得出了较为丰富的结论。
我们在克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之后， 发现家庭照料和社会照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替代关系。 对于

社会照料， 家庭照料的边际效应为 － ４５􀆰 ８４。 这意味着， 如果使用社会照料， 会减少儿女每周 ４５􀆰 ８４
小时的家庭照料时间。 在此基础上， 加入老年人居住模式的影响， 发现相对于不与家人共同居住的老

年人， 共同居住的老年人即使享受社会照料， 上述社会照料对家庭照料的替代作用也会大大削弱。 最

后， 将社会照料细分， 发现家庭照料与不同的社会照料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不同， 家庭照料对机构照

料有替代性， 但与基于社区的居家照料是互补的。
基于这些结论， 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政策含义。
首先， 现阶段社会照料对家庭照料的替代效用明显， 替代作用的大小足够解放出一个完整劳动

力。 这说明， 与西方国家由老年照料过度社会化到回归家庭的导向不同， 我国的社会照料还存在较大

的发展空间。 尤其是在人口红利迅速削减， 进而对产业发展造成冲击的情况下， 通过发展社会照料服

务替代家庭照料， 释放潜在的劳动力， 无论对于建立可持续的老年照料体系， 还是维持劳动力市场的

稳定，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 在家庭结构小型化和核心化越发明显的趋势下， 独立居住的空巢老人规模迅速扩大， 社会

照料作用于这部分老年人口时能够取得更大的社会效应。 在照料资源还不丰富的情况下， 基于社区的

居家照料应该首先满足这部分老年人的照料需求， 为其提供更为适切的服务。
最后， 在发展社会照料的同时， 要根据照料形式的特点， 与家庭照料形成互动。 社区提供的上门

服务和日托服务等照料形式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社会照料， 但不能独立发挥作用， 需要发挥家庭的

补充作用。 机构照料基本上能够完全替代家庭照料， 但成本较高， 应该合理规划发展的数量和规模。
无论何种情况下， 来自于家庭的照料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广泛发展社会照料的同时， 要尝试以补助等

方式鼓励家庭成员提供部分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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